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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空間的形成 

──清代滄浪亭御碑的意義與詮釋 

葉  叡  宸＊ 

提  要 

滄浪亭自宋代蘇舜欽建成後，數度易主，屢興屢廢。清初由宋犖追撫舜欽

當年構亭之意，以地方官的身分重修滄浪亭。宋犖的重修賦予了滄浪亭空間開

放性，使園林從原本的私人性質轉化為一處公共的官方園林。既宋犖之後，吳

存禮與安寧分別在園中設立了康熙、乾隆的御書石碑。此後，御碑成為滄浪亭

顯目的景點，並透過其後官員的詮釋，賦予滄浪亭全新的空間意蘊。是而使得

滄浪亭在休閒娛樂、遊觀觴詠以外，更同時具備地方教化以及政治治道的象徵

意義。帝王御書與其他遊賞、觴咏的詩篇並置，使園林空間意涵、記憶的延伸、

繼承、開展向度更為廣闊，成為一種地景記憶的典範。 

                                                      
本文 103.02.05收稿，103.08.10審查通過。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一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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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ormation of Political 

Indoctrination Space: The Mean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Imperial Stele of 

Chang-Lang Ting in Qing Dynasty  

Ye Ruei-chen
＊
 

Abstract 

After Su shun-qin build Chang-Lang Ting(Great Wave Pavilion), 

Chang-Lang Ting has been reconstructed and ruined repeatedly. In Qing 

Dynasty, Song-luo reconstructed Chang-Lang Ting in the name of local 

officials. Song-luo restored the memories and scenes of Su shun-qin and 

converted the spatial property. Chang-Lang Ting were turned into a public 

garden from a private garden. After Song-luo, Wu cun-li and An-ning set 

imperial steles of Kang-xi and Qian-long at the pavilion. After that, imperial 

stele became a conspicuous scenic spots. Imperial steles gave Chang-Lang 

Ting new meanings by interpretation of local officials. Therefore, the function 

                                                      
＊

 Ph. D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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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political indoctrination and social intercourse of literati became the double 

main theme of spatial meanings. The imperial steles and works of literature 

about social intercourse of literati let the meaning and historical memory of 

Chang-Lang Ting expand. Finally, the imperial stele became a model of the 

landscape memory of Chang-Lang Ting. 

 

Keywords: Chang-Lang Ting, imperial stele, Qian-long, Kang-xi, Wu 

cun-li, political indoctr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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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空間的形成 
──清代滄浪亭御碑的意義與詮釋 

葉 叡 宸 

一、前言 

    宋代蘇舜欽因進奏院一案，遭貶為民，1於蘇州城中五代時孫承祐池館舊址

上重建滄浪亭，作為個人仕宦淹蹇時的退藏之所。他將亭子取名「滄浪」，源

自熟知的文化意涵。《孟子‧離婁》紀錄孺子之歌：「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

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2孔子因發「榮辱自取」之感；該詞同樣

見於《楚辭》中漁父的鼓枻詠唱，代表一種「隨順處逆」且「不凝滯於物」3的

人生境界與生命智慧。以「滄浪」為園命名，是蘇舜欽試圖在儒、道之間，求

取生命的解脫；亦是對自我人生能夠隨順處逆的慰勉。他以亭名意義籠括整座

                                                      
1
 蘇舜欽因進奏院案遭王拱辰教唆魚周詢誣陷一事，詳見《宋史‧文苑傳》：舜欽娶宰

相杜衍女，衍時與范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一時聞人，欲更張庶事。御史中丞王

拱辰等不便其所為。會進奏院祠神，舜欽與右班殿直劉巽輒用鬻故紙公錢召妓樂，間

夕會賓客。拱辰廉得之，諷其屬魚周詢等劾奏，因欲搖動衍。事下開封府劾治，於是

舜欽與巽俱坐自盜除名。同時會者皆知名士，因緣得罪逐出者十餘人。而拱辰等方自

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見元‧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

頁 13079。 
2
 清‧焦循：《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頁 498。 

3
 見〈漁父〉，宋‧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藝文出版社，1967 年），卷 7，頁

2a-2b，總頁 297-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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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林空間，並期許「形骸既適，則神不煩。觀聽無邪，則道以明。」4可見滄浪

亭實代表蘇舜欽自我生命希冀安居止息、整復心情的一處棲逸空間。 

  其後，滄浪亭數經易主，至元、明二代，原本蘇舜欽建構出的園林形象漸

次模糊，這片園林空間以僧寺的面貌呈現了數百年之久，5宗教的空間性質已然

印刻於一般文士內心、記憶之中。嘉靖二十五年（1546），大雲庵寺僧釋文瑛

重建滄浪亭，並託歸有光作記。僧人的重建與文人的書寫，架起舜欽之名與滄

浪亭的連結。文瑛認取蘇舜欽作為園主的典範，並有意彰顯園林代表的文士精

神。6然而釋文瑛重建後的滄浪亭，雖有名稱與舊主的結合，但在其他遊人眼中，

仍是以宗教性的空間看待之，7當初那個具有蘇舜欽文士生命特質的滄浪亭面貌

依然稀微晦明。8
 

                                                      
4
 宋‧蘇舜欽：〈滄浪亭記〉，沈文倬校點：《蘇舜欽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頁 158。 
5
 元延祐年間（1314-1320），僧宗敬建妙隱庵、至正年間（1341-1368），僧慶善建大

雲庵，一名結草庵。 
6
 明‧歸有光〈滄浪亭記〉：「昔吳越有國時，廣陵王鎮吳中，治園於子城之西南；其

外戚孫承佑，亦 治園於其偏。迨淮南納土，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最後禪

者居之，此滄浪亭為大雲庵也。有庵以來二百年，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構於荒殘

滅沒之餘，此大雲庵為滄浪亭也……雖然，錢鏐因亂攘竊，保有吳越，國富兵強，垂

及四世，諸子姻戚，乘時奢僭，宮館苑囿，極一時之盛；而子美之亭，乃為釋子所欽

重如此。可以見士之欲垂名於千載，不與澌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歸有光在歷

任滄浪亭園主中，獨獨標揚舜欽之名，認為舜欽之人格精神能使滄浪亭流傳千載。歸

有光著，周本淳校點：《震川先生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卷 15，

頁 387-388。  
7
 如文徵明作〈大雲菴記〉，以「吾吳故多佛剎」起筆，一路追索佛寺的空間歷史變化，

在滄浪亭舊址上認取的是宗教性的空間。（清）梁章鉅：《滄浪亭志》，卷 2，頁 7a-8a；

或如吳寬〈草菴記遊詩並引〉：「山空水流，人境俱寂，宜為修禪讀書之地。」認取

的是滄浪亭為宗教清幽、適宜修行的景象，皆不見滄浪亭和蘇舜欽的園林記憶。見清‧

梁章鉅：《滄浪亭志》，卷 2，頁 6b。收錄於《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揚州：廣陵

書社，2006 年），總頁 58-60。 
8
 曹淑娟先生提到：「文瑛雖然重修滄浪亭，但非整體環境性質的改變，簡單的沿用舊

名，倩人作記，書寫所發揮的作用仍然有限，南禪寺、大雲庵的宗教性依然主導著空

間意義的詮釋。」，〈明清滄浪亭古園重修與歷史文化記憶〉，頁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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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清以後，宋犖著手重建滄浪亭，接續著釋文瑛，牽起了蘇舜欽與滄浪亭

的歷史記憶。宋犖重修後的滄浪亭，蘇舜欽與亭子的記憶斷片雖被拾起，9但滄

浪亭的空間性質亦已轉化，因著官修園林的緣故而使園林空間走向公共與開

放。 

  宋犖重建滄浪亭後的二十餘年，滄浪亭又暫時隱入時間洪流的寂靜中。康

熙四十六年（1707），玄燁第六次，也是最後一次南巡時，賜給當時江蘇巡撫

吳存禮一詩、一聯。詩云：「曾記臨吳十二年，文風人傑并堪傳。予懷常念窮

黎困，勉爾勤箴官吏賢。」；10另一幅對聯則曰：「膏雨足時農戶喜，縣花明處

長官清。」11吳存禮欲鐫刻立碑以宣揚聖上恩寵，經與地方父老商議後，選定滄

浪亭作為設置石碑的地點。於是倩工刻石，將此一詩、一聯於康熙五十八年（1719）

刻石於園林西偏，並建造了現今可見之「御書碑亭」。12
 

    除康熙御書外，其後乾隆皇帝六次巡訪江南時，遊跡亦曾至滄浪亭。13當時，

乾隆皇帝帶著遊賞心情駐蹕其中，並留下相關詩作五首：〈滄浪亭〉、〈戲題

滄浪亭〉、〈題滄浪亭〉、〈游滄浪亭〉、〈寄題南園〉。14另外，乾隆十二年

（1747），江南地方以蘇、松二處為核心的區域發生嚴重水患，以崇明島為主

                                                      
9
 有關滄浪亭在明、清的重建以及對歷史、文化記憶與人物典範之認取，可參曹淑娟先

生：〈明清滄浪亭古園重修與歷史文化記憶〉一文，收錄於《文學典範的建立與轉化》

（臺北：學生書局，2011 年），頁 297-329。 
10《滄浪亭志》，卷首，頁 1a。 
11《滄浪亭志》，卷首，頁 1b。 
12

 蔣瀚澄：《滄浪亭新志》，卷 4，頁 8b-9a，《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揚州：廣陵

書社，2006 年），總頁 96-97。 
13

 按《南巡盛典》紀錄，乾隆造訪滄浪亭並留下詩作的時間為：卷 12〈戲題滄浪亭〉

作於乾隆三十年（1765）、卷 16〈題滄浪亭〉作於四十五年（1780）、卷 21〈游滄

浪亭〉作於四十九年（1784）。淸‧高晉等：《欽定南巡盛典》（臺北：臺灣商務印

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58、659 冊。 
14《滄浪亭志》，卷首，頁 3b-頁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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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數個州縣「漂室廬溺，老幼不可勝計」。15乾隆接獲地方大員通報災情慘重後，

除了進行救治外，亦仿擬杜甫〈同谷七歌〉創作〈江南潮災歎〉示己對庶民哀

慟之心跡。作品一共八首，乾隆創作之後，交由當時總理其事的江蘇巡撫安寧

頒佈。安寧將此首詩歌勒石銘刻，亦擇定滄浪亭作為宣告之處所。16
 

  康熙御書一詩一聯以及乾隆巡訪江南所作五首詩，都是兩位帝王要求地方

官員必須恪守不怠、循名責實的期待。而乾隆所作的〈江南潮災歎〉表達帝王

主動關懷民瘼的仁愛精神，並有意將自我心跡宣揚、昭告。帝王書寫在地方撫

臣的安排下，以石刻的碑文型態進入了滄浪亭，作為一處醒目的新景點存在著。 

    回顧亭子的歷史，當年蘇舜欽以罪臣身分建立滄浪亭，園林是其排遣生命

無奈的私人性空間；此後園林或荒廢，或為僧寺浮圖，或為遊觀觴詠、雅集良

會之所，一連串的流變與重修，皆是園林空間意義的轉化。曹淑娟先生指出在

這些園林重修過程中：「蘇舜欽與滄浪亭，在被記憶的過程中，作為一個意涵

鬆動的符號系統，意義的邊界可以挪移調整、縮小或擴大。」17並舉吳存禮建御

書碑亭、梁章鉅與陶澍五百名賢祠為例，認為官員們在重修過程中，為園林添

加了新元素：「這些新地景的增設都與蘇舜欽當年買地構亭，追尋自勝之道的

原始規劃互不相干，甚至於與蘇舜欽在政治場域遭受否定的際遇相背反。」18指

出「御書碑亭、帝王訓誡，以石碑、文字、語言的各種形式駐留在滄浪亭的空

間中，成為最醒目的標誌，占有了所有眺望滄浪亭的目光。」19認為御碑及相關

                                                      
15《滄浪亭志》，卷首，頁 4b。 
16

 據梁章鉅《滄浪亭志》與蔣瀚澄《滄浪亭新志》二書記載，滄浪亭中帝王御書有二：

其一為康熙御製詩，今見於園內假山（近山林）西側的康熙御詩碑亭（御碑亭）、另

一為東側的乾隆御碑亭（一名閑吟亭）。詳細的滄浪亭園林景點方位布局圖參考李宗

維編著：《城市裡的山水情懷：蘇州園林》（臺北：旗林文化，2006 年），頁 10。 
17

 曹淑娟先生：〈明清滄浪亭古園重修與歷史文化記憶〉，《文學典範的建立與轉化》

（臺北：學生書局，2011 年），頁 326。 
18

 同前註。 
19

 同註 17，頁 326-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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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改變了蘇舜欽滄浪亭的文化歷史意義，也使歷史文化記憶繼續延伸、擴展。

而本文在此基礎上，意欲進一步探究御碑與園林空間的關係，並說明官員設立

御碑後，如何影響滄浪亭的空間意義。此中，有幾個幾個議題值得討論：御碑

的設立與滄浪亭重修後的園林性質有何關聯？是否賦予滄浪亭新的空間意義？

帝王書寫的內容與動機何在？地方官員設立御碑的用意為何?官員又對帝王書

寫進行了何種詮釋？並且，御碑的設立是否影響園林存續？透過上述議題的展

開，以期能夠解釋御碑對滄浪亭空間意義的交互關係，並探看地方官設立御碑

後，如何使滄浪亭從蘇舜欽折衷儒道力求棲隱療傷的空間，進而轉變為一開放

且具儒家入世精神的「政教空間」。 

    有關園林的「政教意義」，可從兩面向來看，第一乃是指園林具有的官方

教化功能；其二，主導園林營造的地方官心態。如侯迺慧先生提到：「宋代的

文人刻意地在詩文中彰顯郡圃正面的政治意涵。首先強調郡圃是政成俗阜之後

的產物，所以是優良政績的表徵。其次強調地方政府修建郡圃不是為了個人的

逸樂，而是與民同樂的王政之實踐，同時還能負起禮待賢士的使命。復次，在

前兩點的基礎之上又以郡圃的興建是地方官遺愛於民的表現，所以郡圃中的建

築物作為紀念賢官的所在。這是政績上面的意涵。」20可見從宋代開始，地方官

員修建園林，乃屬個人政績的一部分，象徵個人政治理想之實踐。而營建此類

園林的企圖，除是官員顯揚自身，也是檢驗自我理政能力的實踐度，故又符合

傳統儒家士大夫「外王」精神的開展與追求。 

  相較於園林普遍具有的遊觀功能，其政治教化的功能相對特殊，因此也往

往使園林空間具有更多元的意義和豐富圖景。滄浪亭在設立御碑後，便開始負

擔地方的政教功能，如從乾隆年間始，便有諸多教化活動假滄浪亭舉行；21並且，

                                                      
20

 侯迺慧先生：《宋代園林及其文化生活》（臺北：三民書局，2010 年），頁 180。 
21

 如乾隆年間巡撫徐士林為節約蘇吳地區奢侈民風，於園中舉行「五簋宴」告喻地方士

紳；道光年間滄浪亭有大規模「放生會」，有意勸化奢侈鋪張的蘇吳民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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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同治時，重修官員更在滄浪亭中設立具有教化意義的景觀（五百名賢祠、

明道堂），促使滄浪亭成為地方政教文化的精神象徵。而從重修者的詩文中，

可知官員乃是將滄浪亭視為眾民同樂的處所，也是個人政績的表徵。在重修官

員整建滄浪亭的認知中，亦是將之視為重要的地方政教場所，使滄浪亭類同於

宋代的「郡圃」。這和當年蘇舜欽築園棲逸療傷的空間意義，或是純屬休閒娛

樂的園林空間，皆形成相互對比的有趣現象。 

  透過對政教意義之解讀，讓我們在看待園林文化時，能對其空間意義有更

多維度的思考，而不僅是侷限於休閒娛樂或是應酬交際的討論範疇。御碑的設

立，即象徵滄浪亭背負政教意義的發端，也是其產生多元空間意義、豐富圖景

的開始。故本文著眼於「御碑和清代滄浪亭空間政教意義的內涵與發展過程」，

其餘有關園林物質文化、遊觀活動的內容，非本文討論焦點。22主要仍希望透過

御碑內容，以及人物對御碑的意義解讀與詮釋，討論御碑如何使滄浪亭空間開

始具有政教意義；進而能理解滄浪亭從蘇舜欽「棲隱幽居」到清代官員「入世

教化」之空間意義轉化。 

二、御碑設立與滄浪亭地理位置、空間公／私性質的交互關係 

    康熙年間，江蘇巡撫吳存禮獲得御賜詩、聯各一，自言「因不敢自私，欲

鐫諸石以宣揚皇上德意，為三吳士林光寵。」23則吳存禮立碑除了歌功頌德，以

                                                      
22

 有關本文提出的議題與各項觀點，承蒙曹淑娟先生以及審查過程中諸位評審委員先生

的寶貴意見，包括：須從歷史空間、政教空間、品味空間的交互作用進行滄浪亭空間

意義的討論；對乾隆〈江南潮災歎〉的詮釋應具備歷史高度，給予本文極大的啟發與

反思，謹志於此，以銘謝忱。然針對上述問題，因受限於篇幅，不能逐一詳細討論；

有關清代滄浪亭重修後空間多元意義的詮釋和疊合，筆者另著有《儒家園林的建構─

─清代滄浪亭的重修與空間意義建構》學位論文，拙作對上述一系列相關議題有更為

豐富詳細的詮釋及討論。 
23《滄浪亭志》，卷 3，頁 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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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宣傳皇恩浩蕩，更有間接顯揚自己的意圖。從統治者的角度而言，帝王刻石、

立碑的地點，除被認為是具有自然靈力的處所，同時亦是統治者欲關注的空間，

意即是朝廷政治力量的「重點觀察區」。負責將御書鐫刻立碑的吳存禮、安寧，

則是「為帝王傳話」的代言人。因此，身為地方官員的他，將御書碑刻引入園

林，除是將「聖意」與民共享、宣播帝王榮寵及勉勵，亦是對權力中心的認取、

擁戴，甚可視為帝王教諭的宣傳者；乾隆時，安寧應也是因襲吳存禮之先例，

故擇定於滄浪亭立碑，將乾隆對受災百姓的慰告心跡公諸傳布。無論是宣告皇

恩德澤或帝王對地方的關切、教諭，主政者在立碑之時，應會就該處的空間性

質進行以下考量：其一，從立碑地點的性質而言，當屬地方政教的核心場域；

其二，從宣導傳播的效果來說，眾多人口匯集的空間，有助於訊息的傳布與流

播。而對此二者，我們可分別從滄浪亭所在地理位置以及園林本身的空間性質

來思考官員選擇立碑滄浪亭的考量。 

  首先，無論從政治或經濟的角度而言，蘇州實為江南地區的核心地域，故

其民生風俗、社會風氣尤受當時統治者關注。據巫仁恕先生指出，明清時期蘇

州城內西南恰好是官署衙門的聚集地帶，也是縉紳士大夫的群聚之所。24而滄浪

亭座落的位置恰與郡學、府署、縣署比鄰，25於此設立御碑便能詔告大小官員，

達到約束地方官員與知識分子的成效。 

  其次，清初重修後的滄浪亭，成為城內百姓樂遊之處，而上述官員設立御

碑的教化效果方能收其成效。因此，公共化的園林空間，也是官員可能考慮於

滄浪亭設碑的原因。巫仁恕先生曾以蘇州城作為一處觀察的空間，進行明清遊

觀文化的詮釋，其中便指出園林遊觀活動為當時盛行之風氣。而這樣的盛況無

                                                      
24

 巫仁恕：《優游坊廂：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閒消費與空間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2013 年），頁 156。滄浪亭座落方位圖示詳參該書頁 189。 
25

 因此如蔣復焻〈遊滄浪亭記〉：「且滄浪距使院僅一里，無箢鑰之禁，視虎阜較近，

心猶慕之。」、李必恒〈滄浪亭用歐陽公韻〉：「尋幽弔古曰不厭，勝蹟況在牙門邊」，

可知滄浪亭與當時政府公署相隔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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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是私家園林或官修園林，都呈現出一種「公共化」的開放性，26其中，特別指

出滄浪亭和拙政園、獅子林與依園，皆為當時吳人喜遊之去處，27可見滄浪亭在

清代和其他名園皆已屬具備眾民來遊的公共化特質。 

  宋犖在〈重修滄浪亭記〉提及，未經整修前的滄浪亭「巨石頽仆，小山藂

翳於荒煙蔓草間，人跡罕至。」28而他「亟謀修復，構亭於山之巔，得文衡山隸

書『滄浪亭』三字，揭諸楣，復舊觀」，29並取蘇舜欽〈滄浪亭記〉中的「自勝

之道」一語，築「自勝軒」；並因舜欽詩名於園中三面環水處之東北角構築「觀

魚處」；另建有「步碕」與主祀舜欽木主之「蘇公祠」，30可見宋犖重修後的園

林空間景觀，皆是向蘇舜欽滄浪亭的歷史文化精神核心進行認取。重整後的園

林，景觀幽美、適宜遊賞。據宋犖自言，園林作為一處與外界區隔的空間：「事

物雜投於吾前，憧然莫辨，去而休乎淸泠之域，寥廓之表，則耳目若益而曠，

志氣若益而淸明。然後事至而能應物，觸而不亂。」31宋犖在公務繁忙之中，優

游園林，可以修行、沉澱心靈。而園林作為一處陶養心靈的處所，其中的活動

者，不只宋犖個人「暇輙往遊，杖履獨來」，32他更以地方官員、重修者的身分，

主持園林內部的聚會。其子宋至亦描繪其父與賓客往來遊賞、陶然園中：「爲

政心閒脫官樣，招攜上客同遨遊。」33宋犖有意識地以這些雅集活動為滄浪亭進

行歌詠、唱和，並集其相關篇章編成《滄浪小志》一書。《滄浪小志》載錄大

                                                      
26

 巫仁恕先生將此一園林遊觀風氣放入城市消費文化中進行討論，從而揭示蘇州城園林

由私家走向公共的現象。參氏著：《優游坊廂：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閒消費與空間變遷》，

頁 193-231。 
27

 同註 26，頁 173。 
28

 清‧宋犖：《滄浪小志》（江蘇：江蘇書局，1884 年），卷上，頁 1a。 
29

 同前註。 
30《滄浪小志》，卷上，頁 1b。 
31《滄浪小志》，卷下，頁 2a。 
32〈重修滄浪亭記〉，《滄浪小志》，卷下，頁 1b。 
33〈滄浪亭〉，《滄浪小志》，卷下，頁 2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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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以「滄浪亭」為題的唱和作品，成員從官員至布衣、僧人皆有，顯示當時遊

園者身分的多元性。34而除了名士的歡會，朱彛尊有詩云：「游觀民胥悅，豈弟

神所勞。」、35顧圖河云：「春臺熙熙民共樂，度橋穿徑聯背肩。」、36劉石齡

云：「與民偕樂公至意，倚樹倘容吾醉眠。」、37潘耒云：「旣政通而人和，時

求舊以訪古。表前修之墜，言存哲士之遺矩，陟層岡而賞心。」38相對於宋犖與

諸文士的士人雅集，這些詩句中刻劃出宋犖為官清廉、撫吳有成而人民熙樂攘

往、相招偕遊的園林盛況。或如潘耒〈滄浪亭賦〉所云：「抑且扃鐍不施、籓

籬不設，公諸士民，餐芳沐潔。懷賢者薦夫蘋蘩，訪古者誦夫碑碣。牛鐸得應

黄鐘，巴歌許賡白雪。」39則原本雅潔高士的居所，經宋犖重修後，儼然成為官

民同樂的熙樂場所。此外宋犖〈蘇子美文集序〉云： 

予宦遊吳門，得宋蘇子美滄浪亭遺址於荒煙蔓草中，稍稍為之起廢墜，

葺垣屋，數年以來，亭之樹石，若歲益而古；嘉花名卉，若月益而娟妍；

而吳之人雅好事，春秋佳日，遊屐麕集，遂擅郡中名勝。40
 

可見在宋犖悉心經營下，滄浪亭景致彷彿恢復昔時樣貌，頗具歷史風韻。而每

逢佳日，遊人紛沓而至，遂為蘇城名勝。滄浪亭這種公共化的狀態，除了園林

性質的改變；也因著宋犖良好的理政能力，大量的遊人進入滄浪亭，使「官民

                                                      
34

 據《滄浪小志》所載作者共 26 人，包括陳廷敬、王士禛、朱彝尊、范承勳、邵長蘅、

顧貞觀、朱載震、顧圖河、梅庚、洪昇、殷譽慶等。當時顧貞觀、朱彝尊等人為朝廷

官員；而宋犖〈盤山靑溝拙道人遠道見訪留住滄浪亭二首〉、吳士玉〈春日遊滄浪亭

觀牡丹聽澄照上人琴〉，可見僧道亦為園林訪客。 
35〈滄浪亭爲牧仲中丞作〉，《滄浪小志》，卷下，頁 10b。 
36〈滄浪亭用歐陽公韻〉，《滄浪小志》，卷下，頁 14a。 
37〈滄浪亭用歐陽公韻〉，《滄浪小志》，卷下，頁 20a。 
38〈滄浪亭賦〉，《滄浪小志》，卷下，頁 26b。 
39

 清‧潘耒：〈滄浪亭賦〉，《滄浪小志》，卷下，頁 27a。 
40

 清‧宋犖：〈宋蘇子美文集序〉，沈文倬校點：《蘇舜欽集》，頁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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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樂」成為可能。因此當時的園林空間中，不僅名士齊聚，更是「野老接席，

鷗鳥不驚」，41地方民眾和官員同為滄浪亭中的遊人，滄浪亭公共開放的特性在

宋犖重修後更為顯著。 

  相對於蘇舜欽是一遭黜退為民的失意官員，宋犖則是以朝廷地方命官身分

重修滄浪亭。宋犖重修後的滄浪亭，舜欽與亭子的記憶斷片雖被拾起，但滄浪

亭的空間性質亦已轉化。對宋犖而言，滄浪亭除了能使自我心性於其中涵容優

游，又可作為友朋聚會以及與民同樂的空間。這與百年前蘇舜欽建滄浪亭「觴

而浩歌，踞而仰嘯，野老不至，魚鳥共樂」，42意在親近自然、趨避複雜人事而

作為隱逸、療傷的私人居所，已迥然迴異。此時的滄浪亭，不僅是文士們交相

唱和、吟詠雅集的最佳場所，亦是諸民來遊的安樂之場。 

  大抵而言宋犖重修後，滄浪亭的園林空間雖能予人性靈上之陶然愉悅，但

已不只是專屬園主個人的私領域。走向公共、開放性的滄浪亭，有了與更多人

接觸的機會。也因此，道光年間巡撫張樹聲追憶當時園林景況：「國朝康熙年

間，宋中丞葺而復之，為觴咏之所，風流文采，藉甚於時。」43地方士民能夠上

下共賞交歡同樂、友朋可以往來其中寓目寫心。而也正是因園林空間性質經此

轉化後，在吳存禮之時，我們方能看到滄浪亭中士、民遊觀的圖象： 

謹擇城南勝地，舊所傳滄浪亭者，閒曠清靚，嘉樹茂密，清流環繞，春

秋佳日，都人士遊觀之所。44
 

園林空間的公共性，與其本身的觀覽價值相關聯。吳存禮描繪當時滄浪亭的整

體景觀是「高曠軒敞，心舒目開，遠岫浮青，曲池洩碧，左右老樹數株參差交

                                                      
41

 〈重修滄浪亭記〉，《滄浪小志》，卷下，頁 1b。 
42

 《蘇舜欽集》，頁 158。 
43

 清‧張樹聲：〈重修滄浪亭記〉，《滄浪亭新志》，卷 2，頁 4b。 
44《滄浪亭志》，卷首，頁 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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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四時蒼翠不凋，誠為吳中靈異之境，曠千百年而有待者也。」45身處滄浪亭

園林中，視野開闊，景觀秀美而能感清幽閑靜。因此滄浪亭方是每逢良辰節慶，

都會民眾的「遊觀之所」。 

  根據乾隆御書詩句云：「云備來往官，於此為送迎」，46則可見當時帝王也

將滄浪亭的空間性質視作一「送迎之所」，專門供給政府人員公務接待使用。

官員重修後的滄浪亭除了是一般民眾遊玩觀賞的去處，更是大小官員居處活動

場所。是故，在宋犖重修並賦予滄浪亭公共、開放性質的基礎上，使吳存禮得

以選定滄浪亭作為一傳遞訊息、設立御碑之所。如此，無論是帝王的告諭抑或

官方教令，皆可在遊人絡繹往來、大小官員憩息時，發揮極佳的公告效能。 

  滄浪亭中的御書刻石，作為豐饒蘇吳都會景象的見證與呼應，可謂是清朝

政權在經營江南地區數十年後，有意樹立的一個官方性告諭──吳存禮身為當

時的地方官，為御書刻石立碑，除有意彰顯帝王恩寵外，也是他身為地方官員

必須負起的政教職責。而吳存禮於園中立碑刻石，乃至其後安寧為乾隆〈江南

潮災歎〉刻石立碑，這一脈相承的過程中，御書成為全新的景點。因有御碑的

設置，滄浪亭作為一處公共園林空間，更具有園林帝王告諭、宣示的官方政教

意涵。 

三、滄浪亭御碑帝王書寫的內容與心態 

  從上述的討論，可以看見因御碑進駐和滄浪亭地理位置、空間公/私性質的

交互關係。繼而我們進一步欲探究：滄浪亭中的御書碑刻，代表著帝王的心跡，

                                                      
45〈重修滄浪亭記〉，《滄浪亭志》，卷 3，頁 11a。 
46《滄浪亭志》，卷首，頁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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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帝王們的書寫又具有甚麼樣的期待與目的？使之不同於一般帝王筆墨之娛，

而是具有政教力量之特質。 

  根據御碑上康熙、乾隆的書寫內容，其主旨可分為兩類：一為對官員的褒

獎與勗美、二是帝王關懷民瘼的襟抱。 

（一）、褒獎與勗美並存的官箴 

  先觀康熙皇帝當年賜予巡撫吳存禮的御詩： 

曾記臨吳十二年，文風人傑並堪傳。予懷常念窮黎困，勉爾勤箴官吏賢。

47
 

以及對聯一副： 

膏雨足時農戶喜，縣花明處長官清。48
 

根據吳存禮〈重修滄浪亭記〉云： 

已亥夏，特蒙聖恩，賜以御製詩一章，軫念窮黎，勉循厥職。蓋歷數十

年休養生息之久，民物悉已安阜，而尤惓惓於江南。49
 

康熙賜予吳存禮的一詩一聯，是帝王對臣子的勉勵、稱許。從詩作中可見到勤

政帝王關切地方的心理。聖上心中常念黔首黎民，同時亦不忘提醒地方官吏，

要能夠賢明慈愛、勤於政教。是而百姓既能在風調雨順當中獲得基本生活要件

的滿足，又能因地方大小官員「清廉」的吏治，使一地重獲天時、地利、人和，

自然形成物阜民豐、人民安居樂業之狀態。 

                                                      
47《滄浪亭志》，卷首，頁 1a。 
48

 同註 47，頁 1b。 
49《滄浪亭志》，卷 3，頁 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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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的，帝王期待地方吏治清明的理念，也在乾隆皇帝身上有所延續。乾

隆於南巡時造訪滄浪亭，相對康熙留下更多詩作，作品意涵也更豐富。其一是

帝王的遊園的隨筆之娛，有調侃求學士子之意：如乾隆〈戲題滄浪亭〉：「假

山真水傍城闉，結構誠云清絕塵。一帶隔溪列公廨，不知誰是濯纓人。」；50其

二為歌詠滄浪亭園林形勢、景象、人物的追憶之語：如〈題滄浪亭〉：「蘇城

盤門側，向有滄浪亭。翠邏雖假山，而其水誠清。結構樸而雅，頗具谿壑情。」、

51〈滄浪亭〉「濯纓傲志寄歌詩，怪石珍花儘足奇。自是士信於知己，不妨激語

荅韓維。」、52〈寄題南園〉：「南園聞說貽王令，林色泉聲鎮若新。待漏院文

曾熟讀，豈伊狂歡醉鄉人。」；53另外則是帝王對地方官員的勉勵、期待，如〈題

滄浪亭〉云：「即今興復別，六計廉胥程。治官應此亟，維廉清乃成。寄語遊

斯者，勉實善副名。」、54〈游滄浪亭〉：「滄浪亭是延賓所，點綴湖山其水清。

大法小廉應視此，憩於此者合循名。」55屏除那些隨意的遊戲之作，一如康熙賜

給吳存禮的御書主旨，乾隆的部分作品同樣透露出帝王對官員必須恪守不怠、

循名責實的要求，以及愛民如己的諄諄訓勉。 

  因此，上述詩句除歌詠景色、人物以外，還有最高統治者對於次級統治者

的告諭，我們可見到帝王期待藉由地方吏治的清明，貫徹自我政治理想的祈願。 

（二）、乾隆〈江南潮災歎〉之帝王形象塑造 

  上述帝王隨興而發的詩作，大多屬於精神上的期待與勉勵。而乾隆皇帝八

首〈江南潮災歎〉，則讓我們從一次的重大水患事件中，實際看到領導者處理

                                                      
50《滄浪亭志》，卷首，頁 3b。 
51《滄浪亭志》，卷首，頁 4a。 
52

 同前註。 
53《滄浪亭志》，卷首，頁 4b。 
54《滄浪亭志》，卷首，頁 4a。 
55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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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的能力與心態。乾隆這首〈江南潮災歎〉，體制仿擬杜甫〈同谷七歌〉，

表達自我對水患受難百姓的哀嘆。56〈江南潮災歎〉前有小序，可知當時的創作

背景、動機： 

乾隆丁卯七月望，蘇松罹海潮之患。崇明島南匯為最重，連延數州縣，

漂室廬、溺老幼，不可勝計。督撫奏報賑救之策，亦既殫力竭心。而下

詔蠲稅截漕，更復多方籌畫。然遙顧災黎，憾憾不能去懷。夫六幕不調，

洪波不警，伊誰之咎歟？爰效杜甫同谷作歌之體，為〈江南潮災歎〉，

用示督撫諸臣，兼以自訟云爾。57
 

又根據現存其他有關資料、紀錄可見當時災情慘重： 

今歲蘇松等屬沿海地方猝被風潮，朕已屢降御旨，緩徵加賑，并截留漕

米，豫籌接濟，復命高斌查辦。今覽安寧所奏坍塌房屋十萬餘間，淹斃

人民一萬二千餘口，實非尋常災祲可比，大抵雍正十年潮災相仿。朕心

覺怵惕，更為憫側。58
 

乾隆十二年（丁卯），江南地區發生大規模潮災，海水倒灌，廣陌平原上的屋

舍、田地被無情洪水吞噬，重創江南地區民生經濟。59災情傳出後，乾隆立即頒

                                                      
56

 曹淑娟先生曾於「台大中文系第 336 次學術討論會」上宣讀〈〈同谷七歌〉系列的重

層世界及其轉化〉一文，環繞杜甫〈同谷七歌〉系列之詩歌發展史、接受史的議題展

開，並對乾隆〈江南潮災歎〉的創作背景、詩作內容及精神進行剖析，對本文在此一

議題的發掘與討論上有極大啟示，特明於此，以誌謝忱。 
57《滄浪亭志》，卷首，頁 4b。 
58

 華文書局輯：《清高宗純皇帝實錄》（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 年），卷 298，乾隆

十二年丁卯九月，頁 2b-3a，總頁 4317-4318。 
59

 同上註：「本年七月十四日，蘇松等處猝被風潮，而崇明一邑受災爲尤重。朕前據安

寧奏報，深爲憫惻，卽降旨諭，令加意撫恤，并截留漕米，以備接濟。又令大學士高

斌留南查辦，月餘以來，憂心未嘗稍釋。今續據安寧查報，崇明一邑，坍塌房屋，漂

沒人民甚多。」，頁 11a-11b，總頁 4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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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各項補償方案，責成地方官員處理。各種賑濟災民的政策，諸如「蠲稅截漕」、

「緩徵加賑，並截留漕米，豫籌接濟」除了免除受災戶的當年度稅金，更調度

官銀，供給人民借貸進行災後重建。60伴隨著救災與賑濟的步伐，好詩且力學作

詩的乾隆，仿杜甫〈同谷七歌〉搦筆為〈江南潮災歎〉一篇，對此次災情及政

府後續處理，訴說感懷： 

江南古來稱澤國，十歲九澇患不息。集議為謀疏浚方，補救惟應盡人力。

潮災數十歲一遇，不先不後於茲值。嗚呼一歌兮歌始辭，遙遙南望興嗟

咨。（其一） 

有奏有奏自南來，七月望日潮為災。天網浡潏洪濤湧，氣厭百川為倒迴。

縱有禹也應束手，胥為魚矣惟增哀。嗚呼二歌兮歌再陳。披奏到今常慼

辛。（其二） 

蘇松郡邑濱大海，民乏那堪遇凋瘵。一夕風濤多沒淪，南雁崇明首稱最。 

去歲淮揚河患重，胡乃災傷一時會，嗚呼三歌兮歌放言，波臣何處為招

魂。（其三） 

                                                      
60

 詳細的救災政策如《大清會典則例》十二年戸部所載：「又題準江南乾隆十二年七月

颶風驟雨，潮水衝決濱臨江海之常熟等十七州縣，竝蘇州太倉鎭海金山四衞。民屯沙

洲田禾花豆衝沒。又夏秋雨澤愆期，上元等十二縣幷揚州儀徵鎭江三衞被旱災田地丁

銀米按分數蠲免，蠲剩銀米按被災輕重分年帶徵。十三年新賦緩至秋成後啓徵，各年

舊欠地丁銀米緩至來年麥熟徵輸。如有勘不成災，收成歉薄，應徵本年地丁銀米竝借

欠籽種，亦緩至來年麥熟徵收。又災田漕糧漕項所有被災較重之上海、鎭洋、寶山、

常熟、太倉等七州縣，竝蘇州、太倉、鎭海、金山四衞災田，按分數蠲免銀米。南匯、

嘉定、上元等九縣，所有本年災田漕糧均緩至明冬帶辦，漕項銀與地丁一例緩徵。」，

見乾隆十二年敕撰：《大清會典則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21 冊，卷 55，頁 57b-58a，總頁 740-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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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時聞道多東風，赤龍奮怒長蛟洪。黿鼉蠖蝄借勢雄，磨牙礪爪思腹充。

萬間茅屋如捲蓬，須臾化作馮夷宮。嗚呼四歌兮歌四疊，傷哉吾民命輕

葉。（其四） 

民命輕於葉可傷，昏夜走避無向方。巨浪連山風更鼓，浤浤汨汨雨屑涼。

屋廬漂蕩全家歿，其稍幸者乃有孤兒嫠婦哭其傍。嗚呼五歌兮歌未闌，

不必眼見涕汍瀾。（其五） 

死者已矣生堪憫，驚魂裁定沉酸引。強奪弱餐祇為飢，母牽子售非由忍。

此時破屋已無依，轉眼冬來更寒窘。嗚呼六歌兮歌未已，不為空言徒罪

己。（其六） 

誰云救災無善策，盡一分心一分益。截漕蠲稅麤示概，調劑詳籌牧臣職。

倉儲庫平莫吝慳，墨吏豪胥戒侵索。嗚呼七歌兮歌稍終，吾言有盡心何

窮？（其七） 61
 

杜甫的〈同谷七歌〉，乃是戰火肆虐的天寶年間，身為一家之長的杜甫，帶領

家人躲避戰亂，卻困居同谷縣的實際艱苦經驗。杜甫以自我真實的體驗傾訴沉

重的血淚悲歌。詩中描寫杜甫與家人親族，在戰亂中百般困乏的生活狀況。杜

甫既無力改變現狀，又想起自身長久落拓，不由得產生老大徒傷悲之感。在天

地漂泊，客舍異鄉的處境下，〈同谷七歌〉是杜甫貧苦無以自存的傾訴，同時

也反照出混亂時代的艱苦情狀。對比杜甫從人民角度敘說自我的悲哀，乾隆的

擬作則是從統治者的角度看待生民疾苦，兩者之間有差異。首先，兩者基本的

主題不同，一說戰亂兵燹，一云天災水患；其二，杜甫本身即是詩作主角，〈同

谷七歌〉詩中的情緒乃是強烈的自體自感；作為一個帝王，遙居帝京的乾隆實

際上並未親臨南方災區，大凡詩中描寫水患「萬間茅屋如捲蓬，須臾化作馮夷

宮」的肆虐場景，泰半來自乾隆閱畢奏章後的想像遙顧。兩者對於苦難情景感

                                                      
61《滄浪亭志》，卷首，頁 5a-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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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真實性，程度上確有不同。其三，面對兵災人禍，杜甫展現出一股無可奈

何的逆來順受；乾隆貴為天子，擁有分配資源的權力能救治眼前災難，因此，

乾隆殷殷呼告的對象，反而是一種帝王的對天地的呼求、詔告宣示，而非杜甫

的無奈呻吟、悲鬱。 

  然而一位有力量應變、處置災害的帝王，以及那些水患受災人民，彼此之

間無論是地位或處境皆是天壤之別，乾隆〈江南潮災歎〉對災難發出的感嘆與

言說畢竟非親體親感。若乾隆的〈江南潮災歎〉只是帝王單方面的傾訴悲感，

不免流於無病呻吟，則帝王與人民之間終有隔閡。因此我們必須進一步透過詩

作來觀看，乾隆的自我言說傳達了何種意義、產生了何種效果？ 

  綜觀〈江南潮災歎〉的主旨，從一歌至七歌，乾隆依時間序列描述水患始

末。「遙遙南望興嗟咨」（其一）乾隆同時藉此抒發接獲災報後內心的感傷。

然而，若詩歌的敘述只純粹停留於帝王表達獲報後的悲感，則做為一個旁觀者

與權力的掌握者，恐怕仍無法使人感到自己「苦民所苦」的深刻感受。因此從

第二首開始，乾隆嘗試以「想像」的手法進行書寫，他遙想水患強而兇猛：「彼

時聞道多東風，赤龍奮怒長蛟洪。黿鼉蠖蝄借勢雄，磨牙礪爪思腹充」（其四）

怒濤加上狂風，以蛟龍、黿鼉狀擬水勢之威，造成「萬間茅屋如捲蓬，須臾化

作馮夷宮」（其四）、「屋廬漂蕩全家歿」（其五） 民眾因水患流離失所，整

個災區有如人間煉獄。而乾隆不只停留在災難場景的描繪，又透過「示現」、

「懸想」的筆法，進一步使自我融入災區環境，其敘說：「其稍幸者乃有孤兒

嫠婦哭其傍」（其五）；感嘆「強奪弱餐祇為飢，母牽子售非由忍」，詩作中

刻畫人性在災難中的撕扯與掙扎，彷彿帝王所親睹。此外他更設想「此時破屋

已無依，轉眼冬來更寒窘」水患雖過，然民居屋舍皆毀，倖存災民已一無所有，

卻要面對緊接而來的冬日酷寒，顯得窘迫難堪。乾隆的描寫，試圖讓眾多讀者

看到第一時間彷若親至現場勘災的帝王形象。如安寧所說「舉凡被災諸邑，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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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嫠婦之哭聲，蕩析離居之景象，廣廈細旃之上，如耳聞其聲，如目擊其狀。」

62乾隆撰寫此詩時，應當是十分用心地揣摩災民心情。《清實錄》亦曰：「以此

非常之災，朕覽奏徬徨軫惻，寢食爲之不寧，惟有速籌補救，庶災黎得獲安全。」

63乾隆急於表明自我企盼黎民百姓得以恢復安定的心跡，並於此詩序言亦提到：

「然遙顧災黎，憾憾不能去懷」、「不為空言徒罪己」，接續著傳統政教賦予

天子的使命，乾隆除在詩中透露出「民胞物與」的襟抱，更採取實際救災行動，

意欲證明己非徒然空言。是而帝王雖與災區有千里之隔，但他依然想方設法，

試圖俯察底層人民的心聲。簡言之，乾隆是以「詩作」的書寫代替了實地勘災，

作為一種安撫民心上的補償。安寧說乾隆帝「罪己之思，一夫不獲之念」，64即

是乾隆詩中所謂的「不必眼見涕汍瀾」（其五）。乾隆的真實心意究竟如何，

我們在層層堆疊的文字掩蓋中雖難以得知，不過，倘若人君還有一「己飢己溺」

之心，自然能對生民塗炭產生相應的悲憫。因此至少在詩作中，乾隆所欲表達

的是：人民亦為我手足、親人，故其所感所受，我皆明瞭，故能予以「同情的

理解」。 

  除了情緒上的感慨，乾隆也有意用說明政府採取的實際行動，刻意展現其

責任感及能力，避免為人詬議。因此詩歌第六、七首羅列許多事後補救方針：

「截漕蠲稅麤示概，調劑詳籌牧臣職。倉儲庫平莫吝慳，墨吏豪胥戒侵索。」

（其七）大抵而言為：開倉發儲賑救災民、蠲免災戶賦稅、截漕抑洪、禁止官

吏豪強趁火打劫，65於是透過詩歌的譜繪，乾隆「視民如親」的襟抱又進一步在

其詩作中彰顯、強化。 

                                                      
62

 《滄浪亭志》，卷首，頁 6b-7a。 
63

 《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298，頁 11a-11b，總頁 4322。 
64

 《滄浪亭志》，卷首，頁 7a。 
65

 清代水患頻仍，根據相關規定，清廷救災與事後善理的一貫措施大抵如下：一曰備祲；

二曰除孽；三曰救荒；四曰發賑；五曰減糶；六曰出貸；七曰蠲賦；八曰緩徵；九曰

通商；十曰勸輸；十有一曰興土築；十有二曰集流亡；並且，朝廷對災情的即時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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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乾隆〈江南潮災歎〉序言更云：「用示督撫諸臣兼以自訟」，「自

訟」一語展現出帝王視民如傷之襟抱，同時亦是帝王責任心的發顯；「用示督

撫」則是帝王統御領導能力的展現，有著教化與宣導的意義。可見乾隆在此番

江南水患事件的處理心態上，隱隱以古代賢君聖王的標準自期，是一種服膺於

儒家文化傳統政教的心跡與實際作為。從性質上來說，乾隆〈江南潮災歎〉基

本也屬於帝王有關政教治道的宣告，目的欲使百姓知曉帝王和朝廷對此次水患

並非「無感」，而是有確切的作為來進行災患的對治。不過大抵而言，乾隆這

組詩作仍可看出帝王刻意言說與營構自我形象的痕跡。 

  綜觀康熙與乾隆的書寫，可見最高統治者對天下治道的關懷與責任感。兩

位帝王書寫內容的主旨雖類近，但兩者動機卻略有差異。康熙賜予吳存禮詩、

聯各一，從內容看來，是單純對吳存禮在任政績的肯定與期勉，帝王內心非有

意主動公告，更未必欲將之和滄浪亭作特定聯繫；然相對而言，乾隆曾駐蹕滄

浪亭並留下以「滄浪亭」為名的詩作，則他在滄浪亭中留下對官吏的箴誡，應

多少受到康熙御書的影響，但又比之更具主動意味。此外，現存資料中雖無直

接的證據可說明乾隆有意將〈江南潮災歎〉立碑刻石，然乾隆創作此組詩歌，

除因江南水患的特定創作背景外，他應有意識預期自我的詩句文字將被轉化鐫

刻，成為一份帶有政教宣告的文字。因此，他將此詩交付安寧昭示，並非如康

熙皇帝單純將御書「賞賜」吳存禮，乾隆更有試圖展現自我帝王權威與愛民形

象的心態在其中。是故我們可說，雖然康熙、乾隆未必親自指定滄浪亭做為御

書的展示地點，但從帝王的書寫到頒布，乾隆可謂比康熙更具主動傳布教化的

意識。 

                                                                                                                                          
亦有規定：凡地方災者，必速以聞，遂定期災分而題焉。罪其匿災者、滅災分者、報

災之不速者。見清‧托津等撰：《欽定大清會典》，（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2009 年），卷 12 戶部，頁 19b-22a，總頁 638-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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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方官員詮釋下的御碑與園林政教精神的建立 

    帝王書寫以石刻的方式被引介進入園林，無論是吳存禮或安寧，他們既是

有意識攜帶帝王書寫進入滄浪亭的引介者，同時亦是帝王書寫的讀者。他們在

碑文後，書記立碑源起，代表他們對帝王心跡的接受、詮釋。而他們的接受、

詮釋，說明御書在園林空間中的象徵意義，更是使這些帝王書寫影響、改變滄

浪亭空間意義的直接性關鍵。並且，在吳存禮、安寧之後主持重修滄浪亭的梁

章鉅、張樹聲，也同樣對滄浪亭中的御碑有所解讀，持續強化著御碑對滄浪亭

空間意義的影響。 

  從上述對康熙、乾隆御書內容的分析，可見二位帝王皆服膺於中國儒家政

教文化傳統對於最高統治者的期待、標準。故無論是帝王對官員的箴戒、訓勉

與要求，抑或對受災戶的告慰，「仁民愛物」是其中的核心目標，亦為歷任重

修滄浪亭的地方官員所遵循、認取的精神。凡與滄浪亭空間相關聯的官員，無

不朝此方向努力，並試圖強調園林在「養身修己」的功能之外，還必須存在一

份「仁民」、「安民」政治理想。 

（一）、立碑者的詮釋 

  關於這份「仁民」、「安民」的政治理念，吳存禮於御碑後的撰記石刻就

已提到： 

陛辭之日，天語諄諄，教以察吏安民之道……蒞任之日，與官吏士民等

相見宣揚皇上德意，旰食宵衣，惟以愛養斯民為務。66
 

                                                      
66

 《滄浪亭志》，卷首，頁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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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以「察吏安民之道」諄諄教誨，官員則兢兢業業、步步遵循。吳存禮領受

這份帝王訓勉，成為聖意的宣揚者。而又云： 

命工選石恭勒御書，輝光燭天，與日月並麗。非敢以臣一人之私榮，誇

耀於江南士庶。誠願蒞茲土者，肅瞻於下，如趨闕廷而聆聖訓，恪共乃

職，罔敢怠遑。而是邦之民，亦得仰觀傳誦。共知今日之士食舊德，農

服先疇，徜徉化日之中，優游浩蕩之宇者，皆聖天子勤勞庶政，視民如

傷，深仁厚澤，涵濡煦育，積數十年以致。四方清晏，海內乂安，人被

樂利之休，戶有弦歌之化，雖至田夫野老，於耕鑿作息之暇，安有不懽

忭踴躍、擊壤謳歌，咸祝聖壽於億萬斯年者乎？67
 

吳存禮將帝王書寫的文字轉化為石刻，立碑建亭，並有清楚的動機說明：吳氏

自言建亭立碑「非敢以臣一人之私榮，誇耀於江南士庶」，表面雖未明言，但

在話語的反面，恰好可窺見其欲透過御碑來顯揚自我名聲的企圖，只不過不敢

明言罷了；故吳存禮再三強調，設立御碑不只為己，而是有意將皇恩澤被擴大

於地方百姓。然無論吳氏設立御碑的原初心理動機為何，我們至少可以觀察到，

他使御碑進入滄浪亭，其實還具有政治教化的企圖。吳存禮忖度園中御書碑亭

建成後，四方遊人來觀，則官員「如趨闕廷而聆聖訓」、地方民眾「仰觀傳頌」。

在吳存禮的詮釋下，康熙的帝王書寫內容具有了「軫念窮黎，勉循厥職」的意

義；而其視王者形象為「勤勞庶政，視民如傷，深仁厚德，澤涵濡煦」，更是

一位地方官員謹恪遵道，服膺政治權力中心的模範，從而御碑也具有了帝王告

諭的效果。因此，吳存禮所設立的御碑，便等同帝王化身駐蹕，使滄浪亭空間

充滿政治宣教的力量。而吳存禮在滄浪亭立碑宣揚聖教德政的同時，他之前甫

到任時「案牘聚集，朝夕披閱，刻無寧晷」戮力從公的精神，使得轄區「浹歲

                                                      
67

 《滄浪亭志》，卷首，頁 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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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來，吏民樂余之簡靜，相安於無事。」68從另個角度而言，吳存禮孜孜不倦以

致官民相安，其政績也恰好正符合其對帝王心意的解讀與實踐。 

  繼吳存禮之後將皇權引入滄浪亭的安寧，身為一位處理水災的主事者，同

時是皇帝諭令的宣告代表。安寧將乾隆皇帝〈江南潮災歎〉與漢武帝的〈瓠子

之歌〉進行對照，並對兩者之形象進行詮說，安寧言：「王言禹湯罪己之思，

一夫不獲之念，惻然溢於言表，視漢武瓠子之歌，徒諉不仁於河伯；周宣劬勞

之詠，難安中澤之哀鴻，以古準今，真未可同日道也。」69認為乾隆在〈江南潮

災歎〉中透露的情感，以及所欲傳達對民瘼的悲痛，與漢武帝面對黃河決口的

態度相比，實更具古之聖王風範。武帝元封（BC.110-105），黃河瓠子口數度

決堤，漢武帝親自率領群臣百官前往當地治水。70由於缺乏材料（用以抑塞洪水

的竹木），71加以水勢過激，屢屢失敗。武帝有感治水不成，遂作〈瓠子之歌〉： 

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柰何？皓皓旰旰

兮閭殫為河！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

魚沸郁兮柏冬日。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

不封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

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污兮浚

流難。搴長茭兮沈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

噫乎何以御水！頹林竹兮楗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72
 

                                                      
68

 《滄浪亭志》，卷 3，頁 10a-10b。 
69

 《滄浪亭志》，卷首，頁 7a。 
70

 〈河渠書〉：「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令群臣從官自

將軍已下皆負薪窴決河。」，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72 年），

卷 29，頁 1412-1413。 
71

 「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楗。」，同前註，卷 29，頁 1413。 
72

 同前註，卷 29，頁 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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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歌詩中的幾句：「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搴長茭兮

沈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御水」，由此

可以看出漢武帝將整起決堤事件怪罪於河神與地方人民的諉責心態。73而安寧似

乎有鑑於此，因此他從古今帝王面臨水患的感嘆，試圖透過對詩作的詮釋，和

乾隆以詩作試圖申說自我盡心盡力的意識相配合，進而為乾隆消解、遮擋可能

招致的抱怨與負評，並形塑出帝王親民憂民的形象。 

  司馬遷《史記‧河渠書》文末贊語言：「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

作河渠書。」74司馬遷對黃河決口造成生民塗炭，既「悲」政府無力救民眾於水

火，亦感嘆人力面對天然災害時的微渺與不足。而乾隆皇帝對於強大的洪水肆

虐，也確實有「夫六幕不調，洪波不警，伊誰之咎歟？」75的無奈；或是「縱有

禹也應束手，胥為魚矣為增哀」人事難與自然強大力量對抗的嘆息。安寧認為

乾隆作〈江南潮災歎〉，以示其不迴避主政者應負起的政治責任，甚至極言「補

救惟應盡人力」。但乾隆在詩作中也提到：「潮災數十歲一遇，不先不後於茲

值」，則不免如漢武有隱約諉責之心態。而安寧迂迴避此不言，反是強調乾隆

在整起事件的對治、補救上所展現出積極、正面的態度，意圖塑造出乾隆模範

王者的樣貌。是而安寧在〈御書潮災歎〉後的碑記，透過詮釋和補充說明，豎

立起乾隆仁民、恤民的美好形象。並且，安寧亦詳述當時政府救災補償的緊急

處置措施，具體陳述帝王將救災心意化為實際行動的展現。76簡言之，安寧透過

                                                      
73

 阮芝生：「人力未盡，便歸天事，災及黎民，由不自責而責人。……史公所傷痛者，

武帝有求仙之心、無恤民之意，以瓠子之決而歸之天事，致使久不復塞，令民長陷水

深之中，而猶於〈瓠子詩〉中譴神罪人。見〈《史記‧河渠書》析論〉，《臺大歷史

系學報》第 15 期（1990 年 12 月），頁 73-78。 
74《史記》，卷 29，頁 1415。 
75《滄浪亭志》，卷首，頁 4b。 
76

 案安寧的紀錄，此次江南水澇，除了災後修整廬舍、掩埋屍棺，更以蠲租、發帑為主

要補救措施：「自八月起，視災重輕，撫賑三、四、五月不等。又自正月起，格外加



     中  國  文  學  研  究    第三十九期 

‧28‧ 

208 

對帝王御書的詮釋，填補乾隆〈江南潮災歎〉難以自言的婉曲心態，進而闡釋

乾隆詩作中期待「責己以安民」的意圖。而安寧還將御書〈江南潮災歎〉連同

自我的碑記，一併勒刻於滄浪亭中，使文字轉化成實質性的石刻，代替了帝王

的駐臨，並透過對詩作的詮解，營造乾隆仁慈愛民的聖王形象。因此，帝王的

形象和政府教令，透過安寧的解讀和立碑，成為一種明顯的政教之力，矗立於

園林空間。是故，從帝王的角度而言，滄浪亭中的御書是作為乾隆自身無法親

臨災區現場的補償；以官員的角度來看，則是安寧在傳達聖意的同時，也一併

賦予滄浪亭空間政教意義的象徵。 

（二）、園林續修者對御碑的詮釋 

  道光年間，梁章鉅於江蘇巡撫任上重修滄浪亭，對吳存禮於滄浪亭銘刻康

熙皇帝御書一事甚表認同，故其於撰修《滄浪亭志》時，遂將康熙、乾隆二帝

之御書，置於篇卷之首，命曰〈宸翰〉，並言：「今謹首錄以為全書冠冕，使

凡遊斯亭者，仰瞻天藻，各凜位思，以益勵其先憂後樂之心，庶不僅為範水模

山之助云爾。」77梁章鉅指出，滄浪亭在「遊觀」的功能之外，還存在所謂「各

凜位思」、「先憂後樂」這種對於在位士大夫的勉勵。梁章鉅有意對士大夫以

及包括自身在內的地方官員們進行呼告，恰與吳存禮將康熙御書勒石以凸顯帝

王對官員勗勉的舉措遙相呼應。並且，梁章鉅自己的重修記亦提到： 

則一亭之脩，而異日民情因之可見，其何敢不勖焉？顧予營是役，不特

侈觀美，耽燕遊所弗願也，及好古自命，振厲風雅，與商邱輝映後先，

尚無與於敷政庇民之要。竊謂守土吏，惟舉墮補闕戒因循耳。前既葺可

                                                                                                                                          
賑一、二、三月不等。計先後賑恤折色為銀，六十五萬六千七百有奇，蠲免崇明一歲

額賦二萬九百有奇。」，見《滄浪亭志》，卷首，頁 6b。 
77《滄浪亭志》，卷首，頁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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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以恢講舍，修名宦祠以崇祀典，近復有疏浚吳淞之役，而亭適落成。

蓋斯亭於純廟宸蹕所經，天章頒寵，照耀川古，儻失時不治，久益荒廢，

將何以宣上德？況伏覩聖製，濯纓託意，而諄飭于大法小廉，勉實副名，

是尤予小臣循環莊誦、夙夜所求，所以報稱而無負者矣。78
 

所謂「倘失時不治，久致淪廢，將何以宣上德」，梁氏重修滄浪亭的動機，有

一部分是擔心當園林必然面臨物質性的頹圮命運時，帝王的聖意將無法宣達予

後人知曉。因此，重修園林除了是不使「上德」被後人遺忘，同時也是朝廷命

官再度對園林空間的教化意義進行認取、強化。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當梁氏

重修滄浪亭時，將滄浪亭與「葺可園以恢講舍，修名宦祠以崇祀典，近復有吳

淞之役」一連串「振厲風雅」等敷政庇民工作等量齊觀。故滄浪亭的建成，反

映著當地的民生情狀，所謂「一亭之脩，而異日民情因之可見」，既象徵梁章

鉅勤政理民的治績，亦為提振地方風俗的期盼。此外，其云「況伏覩聖製，濯

纓託意，諄飭於大法小廉，勉實副名，是尤余小臣循環莊頌、夙夜所求。」則

是指地方官員凡來遊滄浪亭者能因御碑而知曉自身當恭循聖誡、黽勉從事。 

  藉由亭記的文字書寫，梁章鉅再次認取了園中帝王御書石碑在政教治道上

的呼告，並且也說明：公共、開放化的滄浪亭，是一個能對普羅百姓宣揚皇恩，

同時又是惕勵士大夫、官員勉力從公為民的政教空間。因此梁章鉅重修竣工之

際，有詩云： 

輦路春更緑，翠華記南來。宸情樂山水，睿藻輝池臺。圖書重林壑，邱

垤成崔巍。列朝汪濊恩，沾被周九垓。敬吿吳父老，樂利蒙滋培。煌煌

                                                      
78《滄浪亭新志》，卷 2，頁 1b-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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卹民意，天語光娥羲。假山而眞水，濯纓知屬誰。勉實斯副名，至教兼

露雷。宜切位思凜，敢言懷抱開。憂樂孰後先，煥然資雅才。79
 

可以看出梁章鉅認知中的滄浪亭，刻蝕著帝王御遊的痕跡；而其詩作則反映出：

地方民眾因聖上善於體恤民意而「樂利蒙滋培」；地方官員則面對聖訓，循名

責實，兢兢業業於政教布施。是故，帝王的心意，已然被地方官員解讀、轉化

為一份直接影響滄浪亭的政教之力，而在滄浪亭空間中展演。 

  此後張樹聲的〈重修滄浪亭記〉云： 

蘇子美滄浪亭，自宋至明季興廢之不常也久矣。國朝康熙間，宋中丞犖

葺而復之，為觴詠之所，風流文采，藉甚於時。迨巡撫吳存禮恭奉聖祖

皇帝賜詩御書，勒碑建亭於其地；高宗南巡，駐蹕留題，即滄浪自取之

旨，往復申警，訓誡臣工。於是，縉紳學士、壤叟衢童，與夫寓公過客，

遠方之人，莫不瞻眺嘆誦，以斯亭為榮寵。而官司土者，典守景式，由

不敢以或忘。道光丁亥，布政使梁公章鉅重修之，巡撫陶公澍復得吳郡

名賢畫像五百餘人，鈎摹刻石，建「名賢祠」於亭之隙地。每歲以時致

祭。蓋祠與亭不相襲，久之，指目者猶曰滄浪亭云。同治癸亥，樹聲治

軍來吳，維時公私百物，一切蕩盡，求所謂亭者，已不可復指識。壬申

八月，被命權撫是邦，則壇廟祠宇，公廨試院，官司所有事者，皆次第

修建，而是亭亦初作。80
 

張樹聲在太平天國亂後奉命巡撫吳地，他抱持著和梁章鉅類似的心態，在一連

串與官方建築相關的重整清單裡，滄浪亭也被列入其中。在張樹聲的觀點中，

園林與「壇廟祠宇」、「公廨試院」同樣具有政教的象徵意義。面對滄浪亭的

                                                      
79〈重修滄浪亭紀事〉，《滄浪亭新志》，卷 3，頁 11b-12a。 
80《滄浪亭新志》，卷 2，頁 4b-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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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林歷史，在蘇舜欽之後，張樹聲所追索與認取的，是宋犖以降官修園林一脈

的歷史記憶，而二位帝王的御碑更是他所強調的園林印象。此外，張樹聲也重

修了當年陶澍所建之「五百名賢祠」，其中陳列蘇吳地區由春秋至清朝五百多

位名賢之石刻圖像，湯金釗有題跋云： 

昔人垂教，往往取古人事蹟可為法戒者，圖其形狀使人觀省，蓋鑒其氣

貌，較諸空言記載為尤警切動人也。吳郡代有名賢，遊宦至是邦者亦多

傑出之士。湘舟心慕之，非好善之篤，而能如是乎？觀是冊者，咸知愛

慕而興起，則其重教之功，為不淺已。81
 

湯氏直指這些名賢圖繪的目的，在於使各類遊人「景賢仰止」，故「五百名賢

祠」實兼具地方文化精神與官方教化之意。由張樹聲整建的五百名賢祠，原本

與滄浪亭有所區隔，此時卻被視為滄浪亭的一體，即「蓋祠與亭不相襲，久之，

指目者猶曰滄浪亭云。」82五百名賢祠具有的文化政教意涵融入了園林空間，成

為其中的一部分。對於「滄浪」名稱的意涵，張樹聲有所體察、詮釋：所謂「即

滄浪自取之旨，往復申警，訓誡臣工。於是，縉紳學士、壤叟衢童，與夫寓公

過客，遠方之人，莫不瞻眺嘆誦，以斯亭為榮寵。而官司土者，典守景式，由

不敢以或忘。」亦是對於朝廷權力中心的遵仰和呼籲。是而原本蘇舜欽將園林

取名「滄浪」，求取「自勝之道」，83經帝王的書寫、官員的詮解，已不再是一

種文人隨順處化或榮辱自取的遁隱心態；而是更轉進一層，成為儒家所謂「榮

辱自取」的概念，警惕在職官員潔身自好、勉力為公的積極性訓勉。帝王象徵

的教化之力，在一座公共、開放的園林空間中進行展演，是故凡所有入園遊觀

                                                      
81《滄浪亭新志》，卷 4，頁 4a-4b。 
82《滄浪亭新志》，卷 2，頁 5a。 
83《蘇舜欽集》，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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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縉紳學士、壤叟衢童，與夫寓公過客，遠方之人，莫不瞻眺嘆誦」皆籠罩

在這份教化之力之下，滄浪亭乃成為眾人認取的政教指標。 

  而張樹聲在滄浪亭竣工後言「於以上迓天和，阜成民俗，百廢具舉，將遠

追百年以前之隆，則是亭之成，實為之兆，其非奢望也。」84對張樹聲而言，修

復滄浪亭也是如同梁章鉅帶有「宣上德」的心理動機。因此，從吳存禮、安寧

設立御碑，再經梁章鉅、張樹聲等人的重建，眾官員對御碑的認取，進而使滄

浪亭空間增加了具有政教功用的景觀，使之成為地方政教中心的明顯指標。 

（三）、儒家園林精神的成型與實踐 

  從上文中我們可看到，滄浪亭被視為一政教的空間，而「政清民安」乃是

園林空間的象徵。然而這份由帝王到官員一至性的心願、理想是否真得以實現？

滄浪亭空間代表的政教影響力究竟如何？從張樹聲重修記文可知，當滄浪亭經

過太平天國之亂而破廢，從張樹聲手中重建時，官員們「勉實循名，欽承列聖

彝訓」，85不敢忘卻帝王勗勉與箴誡；「都人士景行先哲，群有奮乎百世之心，

治道懋而豐化興。」86於兵燹破殘中，官民齊心，勉力上進。滄浪亭作為一處具

有傳統政教力量的空間，代表著地方政教風行草偃之精神象徵，亦為民安物阜

的徵兆。故上述清代官員重修滄浪亭的行跡，恰如宋代官員修築「郡圃」，修

園的舉措中實帶有一份政安民阜的宣示之意。 

  因此，無論是康熙的官箴、乾隆的〈江南潮災歎〉，亦或吳存禮、梁章鉅、

張樹聲重建滄浪亭所秉持的理念，從皇帝以至地方官員，其終極關懷皆在「安

民」。猶如當年當年孟子勸告梁惠王「與民同樂」之精神，滄浪亭在成為實踐

政治教化之精神標的之同時，也被賦予了儒家園林的性質。 

                                                      
84

 《滄浪亭新志》，卷 2，頁 5b。 
85

 《滄浪亭新志》，卷 2，頁 5b。。 
86

 同前註。 



政教空間的形成──清代滄浪亭御碑的意義與詮釋 

‧33‧ 

213 

  而在此教化空間性質中，園林本具的賞玩功能與遊觀特質，雖然能夠滿足

「清遊」與「休閒」的想望，但對官員而言，除了遊賞休閒，園林依然有更重

要的意義，如梁章鉅言： 

共聽楓林韶濩聲，秋光正滿闔閭城。清風明月原無價，近水遙山倍有情。

樂在憂先吾豈敢，天從人願事方生。朝來佳話傳吳下，賀九還兼誌落成。

87
 

詩中梁章鉅標舉「樂在憂先」的精神，他認為滄浪亭園林不僅是一處休閒之所，

更必須是完成民安物阜的使命後，方能以眾樂為己樂的休閒處所。他有意凸顯、

告曉：凡遊斯亭者，須有「先憂後樂之心」，方不致徒逞耳目賞娛而遺忘自身

的為官之責。而這種「先憂後樂」、「樂在憂先」的精神，也為時人所認取。

孫義鈞為梁章鉅繪製《滄浪亭圖冊》時即言：「皇華甄輿頌，惠政媺且優。民

隱燭纖細，涵鑑澄清流。展如采風土，攬奇肇篇陬。」88除描寫亭子外，還關照

滄浪亭本身具有的惠政之象徵。並以滄浪園林水景喻指地方官「涵鑑」民隱，

體察民情而振恤之的風範。故原本象徵隱逸解脫的滄浪之水，在此成為了積極

主動入世、鑒察民心的治政之道。 

  或如吳慈鶴〈題滄浪亭圖〉云： 

清風與明月，未肯游朱門。非抱九仙骨，邱壑詎所敦？滄浪一灣水，名

以子美存。荒寒七百載，莅此繡斧尊。先生宏開濟，餘事能雄文。隻手

障淮海，黃流縮崑崙。棠陰昨聽訟，肺石無冤民。不聞鞭扑施，新詩清

且溫。爬梳出嘉樹，洗刷撐雲根。泛以無心舟，招彼離岫雲。青山喜公

來，競獻笑與顰。終日不肯去，相對如弟昆。禽鳥喜公來，和鳴送朝昏。

                                                      
87

 《滄浪亭新志》，卷 3，頁 12b。 
88

 清‧孫義鈞：〈為茝林先生圖滄浪亭冊既成既戌徵詩盈卷重命題句復成足篇〉，《滄

浪亭新志》，卷 3，頁 16b。 



     中  國  文  學  研  究    第三十九期 

‧34‧ 

214 

草木亦忻暢，雖秋意如春。我本部下民，未能飲公醕。長謠出肺腑，字

字皆天真。終看把齋鉞，政暇理角巾。余亦荷簑歸，從公垂半綸。89
 

從所謂「隻手障淮海，黃流縮崑崙。棠陰昨聽訟，肺石無冤民。不聞鞭扑施，

新詩清且溫。」可看出梁章治理吳地的成績，梁章鉅屢次整治當地水患，而原

本人多事繁的吳地，亦因梁氏公正嚴明的持政而人人心悅誠服。是故，當遊人

來遊滄浪亭時，所見「青山喜公來，競獻笑與顰。終日不肯去，相對如弟昆。

禽鳥喜公來，和鳴送朝昏。草木亦忻暢，雖秋意如春。」園中萬物與時序一片

和諧融洽之景，恰好對應吳地在梁章鉅治理下安和樂利的圖景。是而上述梁章

鉅提出的遊園觀，也以自身懇切的政治實踐得到印證。 

  是而可見，在儒家政教理想影響下的滄浪亭，帝王的告諭、官箴與士大夫

經國濟民的理念相互結合，成為士大夫遊覽滄浪亭時醒目的諄諄勸戒。吳存禮、

安寧毋寧是此項精神的開創者；其後梁章鉅、張樹聲以宣揚上意為目的的重修

工程，這些官員彼此之間彷彿有著共同的默契，先後解讀帝王意欲承擔傳統政

教理想之心跡，也同時不斷強化滄浪亭的政教象徵，使之具有一份「振厲風雅」

的精神典範。而吳、梁、張等人勤勉從政，政清人和與物阜民豐的政績，也確

實達到了帝王的期勉。90並且，梁、張等人追求眾民安樂來遊之「樂」，更反映

這些地方官員在觴詠遊樂的空間感知外，還有類近於范仲淹所謂「先憂後樂」，

屬於更高層次士大夫理念的實踐與追尋。因此，滄浪亭可謂是這些重修者對儒

家安邦樂民理想進行認取與實踐的空間。 

                                                      
89

 《滄浪亭新志》，卷 3，頁 17a-17b，總頁 71。 
90

 梁章鉅在江蘇巡撫任內，亦解決了地方嚴重的水患問題，他自言：「救荒事極繁重，

而其綱領不過此數端，求可以一言蔽之者，則盡心二字而已。」對救災盡心盡力的態

度，與乾隆〈江南潮災歎〉中「誰云救災無善策，盡一分心一分益」之心態，隱然有

遙相呼應的意味。見梁章鉅：《退庵隨筆》（濟南：齊魯書社，2001 年），卷 8，頁

1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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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昔年的蘇舜欽，亦有許多描繪現實民生疾苦、關懷民瘼的詩作。91他的

這份理想與熱忱，雖因宦途浮沉終究無法達成；然而在其建立滄浪亭百年後，

園林成為了民安物阜精神的象徵性空間，清代帝王與朝廷命官們對滄浪亭的期

許，可謂實現了當年蘇舜欽所追求的「外王」理想。若舜欽有知，應能獲得些

許的慰藉吧！ 

（四）、御碑對園林物質性存續之影響 

  當御碑為滄浪亭地景鐫刻出新的空間意義時，重修者也對這座帝王遊跡與

筆跡曾經停留過的園林有所發想。梁章鉅《滄浪亭志‧序例》有言： 

滄浪亭，城南一杯土耳，翠華南巡，屢承清蹕，雲爭霞蔚，寵被天章，

洵泉石之殊榮，山林之異數也。92
 

認為被帝王造訪過的滄浪亭，得到了「背書」，地位抬升，而不再和其他景點

同列一班，可說是「泉石之殊榮，山林之異數」。梁氏以人之命運譬況滄浪亭，

認為滄浪亭榮獲恩寵，是大為幸運之事。有關帝王對景點名聲的宣揚，歷史學

者已有關注，並指出：明清時期江南地區有許多旅遊地景，因著帝王的「加持」，

為原本地景增益了新的景觀，並讓該處聲名遠播，吸引大量遊客。93滄浪亭中的

                                                      
91

 如其作〈吳越大旱〉：吳越龍蛇年，大旱千里赤。尋常秔穄地，爛漫長荆棘。蛟龍久

遁藏，魚鼈盡枯腊。炎暑發厲氣，死者道路積。城市接田野，慟哭去如織。是時西賊

羌，凶燄日熾劇。軍須出東南，暴斂不暫息。復聞藉兵民，驅以教戰力。吳儂水爲命，

舟檝乃其職。金革戈盾矛，生眼未嘗識。鞭笞血塗地，惶惑宇宙窄。三丁二丁死，存

者亦乏食。冤對結不宣，衝迫氣候逆。二年春及夏，不雨但赫日。安得凉冷雲，四散

飛霹靂。霶沱消祲癘，甘潤起稻稷。江波開舊漲，淮嶺發新碧。使我揚孤帆，浩蕩入

秋色。胡爲泥滓中，視此久戚戚。長風卷雲陰，倚柂淚横臆。《蘇舜欽集》，頁 16。 
92《滄浪亭志》，序例，頁 2a-2b。 
93

 關於政治權威介入地景造成的轉變，巫仁恕〈旅遊地景的再現〉一文中有詳細的論述。

從其羅列各種證據論述中可知，凡皇權所到景點，經過皇帝親自題咏或手書匾額等「加

持」，往往使其聲名更勝、更具遊觀之吸引力。不僅成為地方志中詳細載入的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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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碑作為一處新立的園林地景，如張樹聲所說：「滄浪亭垂今千載，靈秀所鍾，

宸翰天章，重光累矅。」94為滄浪亭帶來更多的名聲，也豐富了滄浪亭的地景意

義。在政治權威的介入下，地景之名更能顯揚。然園林是否能因此而獲得存續

不朽的保障呢？譬如吳崇禮重修滄浪亭時，便期待滄浪亭能夠在皇恩沐浴下千

載永傳： 

俾後之覽者，知宇宙間靈異之境，必有待於聖主之文章。若日月之麗於

天，輝光照耀，亙萬古而不可掩茲地。自吳越有國時，歷宋、元、明，

勳戚權貴據為苑囿，旋興旋廢，誠不足道；即才人傑士，其英風豪氣足

蓋一時者，雖不至凘然俱盡，而其遺跡湮沒於荒煙蔓草間者，何可勝數？

則滄浪之因御書而益增其勝，藉以垂名於不朽，詎不然歟？95
 

吳存禮期盼在設立御碑後，滄浪亭便能垂名不朽。然從結果論，則吳存禮的心

意顯然是落了空。滄浪亭於其後屢屢衰圮，故方有梁章鉅、張樹聲等人的重修。

就此看來，對於園林物質性的保存而言，帝王也未能發揮相當其政治權威的影

響力。即如張樹聲所謂：「興廢之不常也久矣」、「事之興廢固有其時」96說明

了滄浪亭於時空中屢興屢廢的命運，則御碑顯然無法對園林的存續產生相當的

「保證」。亭子在自然時空的流變中，依然無法避免就荒之命運輪迴。 

  從另一個角度而言，滄浪亭的園林實體雖無法因帝王的「加持」而延續千

秋萬世、永不隳墮，但至少園林可以「重修」，重修正象徵著一座園林的新生

及延續。而重修背後的動力來源，正來自於滄浪亭本身象徵的意義。如前述，

設有御碑的滄浪亭是一處「教化精神標的」，而帝王「仁民愛物」的心跡，恰

                                                                                                                                          
更讓這些地方的遊記與詩文越來越多。見氏著《遊道：明清旅遊文化》（臺北：三民

出版社，2010 年），頁 163-167。 
94《滄浪亭新志》，卷 2，頁 5a。 
95《滄浪亭志》，卷 3，頁 11b-12a。 
96《滄浪亭新志》，卷 2，頁 5a、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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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士大夫發政理民的教化精神相符合，重修滄浪亭即意味朝廷教化力量與士大

夫政治理念的實踐、彰顯。是故康熙、道光時，吳崇禮、梁章鉅、張樹聲相繼

以「恢復聖意」為重修滄浪亭的主要目標。因此，滄浪亭的物質性園林雖不可

避免在時間洪流中衰圮腐朽，但帝王與地方官員仁民愛物的一貫精神，彷彿成

為一種吸引力，引導後代官員前仆後繼地以重修滄浪亭的舉動來完成此一使

命。 

  園林雖可能就荒，卻因園林空間象徵的「政教理念」引發地方官員力倡「重

修」，使之屢屢被重整。於是時空中興廢不定的滄浪亭得以延續、保存，也具

備了另一種園林空間抵禦時間洪流侵蝕的不朽可能。 

五、結語 

自秦代始皇帝伊始，刻石、立碑便是君王威命與宣揚功業的象徵。有清一

代，御碑成為滄浪亭的醒目景觀，亦是帝王書寫的一種展示。一般而言，除帝

王直接性的詔告外，帝王書寫須經由地方官員的傳遞，諸如：宣教、公布聖諭

等方式，才能對被統治者產生效力。意即帝王書寫為一「被攜帶者」，而地方

官員則是「攜帶者」，官員們解讀、詮釋帝王書寫的內容並加以公布、執行。

以滄浪亭為例，亭中的帝王御碑，不同於過往帝王主動勒誥刻石，而是必須經

由官員的攜帶才能傳播，故屬於一種被動的存有型態。 

  當帝王的紙上書寫被地方官有意引介進入滄浪亭後，其書寫形式業已從原

本的紙上文字，轉換為石刻碑誌。石刻後的御書，佇立於滄浪亭園林的公共性

空間，經過了官員的詮釋，最終指向政治教化的意義方向。官員作為帝王書寫

的「攜帶者」與「宣告者」，須肩負起宣達聖意的責任。吳存禮與安寧選擇主

動設立御碑，故他們才是有意識，並以實際行動使帝王書寫對滄浪亭空間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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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直接性影響的人。並且，無論是負責主導鐫刻立碑或主倡重修園林，官員

們的心態與想法，代表對御碑內容的解讀與詮釋，亦是滄浪亭御碑意涵的一部

份。簡言之，御碑是帝王書寫與官員詮釋下的產物。透過官員有意將之引入園

林，進而賦予了滄浪亭在遊觀觴詠以外的空間意涵，也同時改變了園林的性質。 

  而御碑的政教意義與滄浪亭的空間性質，彼此存在相互影響的關係。回顧

滄浪亭的園林興修歷史，從宋代蘇舜欽建亭，到清代御碑進入滄浪亭後，滄浪

亭已從文人自我的療傷處所、僧道清修的宗教之地，漸次褪去私密的個人性，

成為一開放公共的空間。吳存禮或安寧為宣揚聖意，擇定滄浪亭為建立御書碑

亭的地點，與園林空間自宋犖重修後具備的公共性，成為一種相互影響的雙向

因果關係，意即：滄浪亭園林空間的公共、開放性，使園林成為一適宜宣導政

教的處所，吸引御碑進入；而當御碑進入滄浪亭時，又同時使滄浪亭園林空間

的公共、開放性漸次被強化。 

  滄浪亭御碑上的書寫內容，是帝王對吏治清明的規箴、關懷民生疾苦的話

語，代表一種帝王的心跡與政教。其中，乾隆皇帝的〈御書潮災歎〉，更是帝

王面對天災，反躬自省、關切百姓的心意。乾隆主動將其詩作交付官員公告，

而安寧選擇用設置御碑的方式展現，君臣兩人的行動中，具有一種「皇權」傳

遞及展演的意味。就御碑的物質性意義而言，御碑象徵皇權的駐蹕，而石刻碑

銘相對一般紙墨素材，更為堅硬，且具抵抗時間朽蝕的能力，因此石刻御碑所

代表最高統治者向眾人詔告教化的意味，更加濃厚、堅定。於是御碑在園林空

間中，形成具有傳統政教精神的帝王典範。這份帝王典範，在吳存禮、梁章鉅、

張樹聲次第重修滄浪亭的過程中反覆被提起、認取，進而凝聚成一股由帝王─

─官員、士大夫一脈相續接承的政教精神，形成具有權威性的官方教化力量。

這股力量使往後滄浪亭空間中出現了許多與官方教化相關的建物如：御碑亭、

五百名賢祠，和御碑之間形成「朝廷中央權力」／「地方文化特色」相互輝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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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態，同時更強化滄浪亭空間景行行止的薰染、教化功能。並且，滄浪亭的

空間特質，讓官員在觴詠清遊外得以觀政體察民心。因此，從遊人的詩作中，

反映眾民來遊的熙攘圖景，使士大夫的遊園「樂」，成為一種自我政治理念的

驗證和實現。因此，滄浪亭成為了地方政教的標誌，敦促著地方官員對園林空

間屢屢進行修繕。由此可說御碑帶來的「政教功能」，使滄浪亭成為官員施展

儒家治道安民精神的空間場域。 

  總的來說，帝王御碑進入滄浪亭後，成為園林鮮明的地景記憶，成為空間

政教意義的開端，而為後代重修者所認取。帝王的諄諄告誡，讓滄浪亭的園林

空間在遊賞休閒外，開始肩負起相關的地方教化責任。這與原初蘇舜欽以罪臣

身分建立滄浪亭以避居調養、求取自勝的心念迥不相牟。而御碑的設立與地方

官員的詮釋、解讀，也使滄浪亭具有傳統儒家仁民愛物的社會關懷象徵，在園

林本有的遊觀棲逸之外，成為一處政教的空間，持續影響其後滄浪亭的重修、

建設與書寫。因此，清代後的滄浪亭空間同時具有「觴詠棲逸」與「政教治道」

的雙重性，帝王御書與其他遊賞、觴咏的詩篇並置，使園林空間意涵、記憶的

延伸、繼承、開展向度更為廣闊，成為一種地景記憶的典範。這正是御碑對滄

浪亭空間意涵的改造與新變，亦是御碑賦予滄浪亭園林空間的歷史、文化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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